数字技术驱动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评价及其创新发展
熊  磊1,2 ，石恒贵3 ，文泽宙4
（1.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重庆 400054；
2.重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重庆 400024；
3.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重庆 400067；
4.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鉴于现有研究尚未就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农村减贫给出明确答案，从分工视角引出斯密定理中的交通设施、通信水平两大关键变量，基于2011－2020年我国中西部22个省（区、市）的脱贫攻坚实践和相关数据，通过分别构建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减缓农村贫困的效应。结果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降低贫困地区的贫困发生率，有效减缓了农村贫困。（2）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拓展使用深度的减贫效果优于扩大覆盖广度的减贫效果，而提升数字化程度的减贫效果相对较弱；分业务看，支付业务、保险业务和信贷业务的减贫效果均较好。（3）数字普惠金融在交通设施相对完备、通信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村地区的减贫效果更好。基于研究结论，提出要加大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方式的普及应用，开发商业性防止返贫保险、创新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等保险试点，以及持续做好对“三农”的信贷支持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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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using inclusive finance to reduce poverty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roblem of promot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alleviating rural poverty in 22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from 2011 to 2020.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1)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s conducive to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and effectively alleviating rural poverty. (2) In terms of dimensions,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expanding the depth of us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expanding the breadth of coverage", while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increasing the degree of digitalization" is relatively weak; in terms of business, the payment business, insurance business and credit business all had better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s. (3)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better effect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areas with relatively complete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and relatively high communication levels. Finall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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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字技术创新金融业务是世界各国推动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各国的金融业务热点不尽相同。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在普惠金融领域表现突出，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解决了诸多普惠金融发展痛点，而且以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相互融合形成的数字普惠金融更是大大拓展了普惠金融的深度、广度及数字化程度。根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1）》【补标引著录该指数报告的原始权威来源信息文献。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务必著录引用页码】，与2011年相比，2021年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中位值翻了10.8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6.9%，且有进一步增加的态势。由于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于大数据和信息技术，使得金融服务更具便利性与可得性，特别是对于农户等低收入群体和农村等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更甚。2019年12月“数字金融研究开放计划” 1）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的提升会显著降低相对贫困概率【以文献形式补著录以上研究结果的原始权威来源信息文献。若来源文献是图书，务必著录引用页码】。鉴于现有研究尚未就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农村减贫给出明确答案，本研究尝试对数字技术驱动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进行评价，并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数字技术创新及应用。
1 文献回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数字减贫作用，提升数字包容性，为中小企业、妇女、青年等弱势群体提供更多脱贫致富机会【领导人讲话应原句完整引用，且应标引著录原始权威来源信息文献。若来源文献是图书，务必著录引用页码】。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的普及与应用，数字普惠金融迎来了突破性发展。广大农村地区是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而数字普惠金融有效解决了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实现金融“活水”对农业经营主体的“精准滴灌”，深刻影响并改变了“三农”金融服务体系。但目前理论界对于数字技术驱动下普惠金融能否有效减贫尚未形成一致意见。部分研究认为，数字技术驱动下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助于推动区域减贫，如Burgess等[1]、Jeanneney等[2]和尹志超等[3]的研究理论逻辑在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供金融服务和促进经济增长来缓解贫困；而Corrado等[4]、宋晓玲[5]、周利等[6]和邓金钱等[7]均认为数字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的本质仍然是金融，它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信息共享、控制金融风险，提高农户获得金融服务的便利性，进而促进农户就业增收、减少农村贫困。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数字金融并不利于减贫，如杨俊等[8]、Akhter等[9]和崔艳娟等[10]指出，受金融波动、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金融落后等因素影响，数字金融并没有成为促进农村减贫的重要因素，反而对农村减贫起到了抑制作用；Mingo等[11]和吴本健等[12]提出，“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产生了“数字鸿沟”，从而带来了新的机会不平等，数字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亦不例外，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缺乏运用数字技术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难以获得数字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红利，由此产生了马太效应，反而会增加返贫风险，不利于减贫。
在金融实务中，数字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具体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为使研究更具普适性和稳健性，本研究以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研究对象。数字普惠金融能将数字化与传统金融模式相结合，通过数字技术大幅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运营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优化融资方式，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既有相关文献除了未能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问题上达成共识，还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未能有效厘清数字技术驱动下普惠金融对减贫的作用与机制；另一方面，分工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数字普惠金融是分工不断演化的产物，但鲜有融入分工思想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减贫问题的研究。在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下，数字普惠金融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层出不穷，蕴含巨大发展潜力。那么，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减贫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分工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是否具有异质性？对现阶段数字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创新发展又有何启示？系统厘清上述问题，对于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农户金融服务水平，进而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大有裨益。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减贫的影响
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扩大金融资源可获得性、降低金融交易成本、解决农户抵押问题等三方面，直接增加农户收入、减缓农村贫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借助算法、算力等新兴技术，扩大农户对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Allen等[13]、黄倩等[14]的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以数字技术赋能，农户通过使用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即可获得所需金融服务，如信贷、农业保险、专项债券、农产品期货等，增强了农户的发展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促进农户增收致富。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借助数字技术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直接缓解贫困农户受到金融排斥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数字普惠金融具备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边际成本近乎为零的特点，有效降低了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同时，通过人脸识别、在线身份验证等数字技术创新电子支付等金融服务，打通信息壁垒，实现精准对接贫困农户，真正实现了“普惠”二字在农村的覆盖，从而降低农户的金融交易费用和融资成本[15]。第三，数字普惠金融以数字技术解决农户有效抵押物不足问题，缓解财富门槛效应。传统金融下，部分农户即使具备良好的预期偿还能力，仍难以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融资来解决生产生活问题；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数字化信息痕迹，快速判断用户的偿还能力与意愿，同时帮助农户发掘和变现其信用价值，拓宽农村资产抵押质押物范围，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进而帮助改善农户贫困程度[16]。
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服务小微企业、促进农户分享城镇化发展红利、推动经济益贫性增长等三方面，间接增加农户收入。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服务小微企业间接促进农村减贫。小微企业是除“三农”以外数字普惠金融的另一重点服务领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大大简化了金融交易流程，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及激发社会创新创业活力提供了强力支撑，从而为进城务工人员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增加其非农收入，降低了农村贫困发生率[17]。第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支持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民共享发展红利。金融机构通过开发面向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将城镇资源辐射带动新农村建设，比如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等，还可以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间接作用于农村减贫[18]。第三，涓滴效应下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益贫性。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部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优先发展的地区会在消费、就业等方面间接惠及相对贫困地区的发展，即经济增长对贫困人群的溢出效应实现了农村减贫。有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更强[14]。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减缓农村贫困。
2.2 分工与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减贫
向国成等[19]运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证实了分工演进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并基于我国的扶贫实践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结论。理论界将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逻辑称为“斯密定理”。根据斯密【补标引著录上述观点的权威原始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观点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务必著录引用页码】的理解，市场范围主要取决于交通运输的便利性和市场覆盖的人口规模两个方面。在研究分工问题时，大多数经济学学者以交易效率表示分工水平，如祁春节等[20]、罗必良[21]、李颖慧等[22]和熊磊等[23]在“三农”问题研究中设置了农村交易效率的衡量指标，其中交通设施和通信水平是农村交易效率的两大关键变量，交通设施变量回应了斯密定理中交通运输的便利性问题，通信水平变量则回应了市场覆盖的人口规模问题。
产业是农村发展的根基，只有发展好了产业，才能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来源[24]。乡村产业是数字普惠金融聚焦支持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交通起到了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乡村产业发展受到交通通达性的显著影响。贫困地区交通发展相对滞后，对外交通不便、城乡衔接不畅，由此导致乡村产业要素活力不足和质量效益不高，自我“造血”功能缺失；而在交通相对完备的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对农村产业集聚发展、农业多种功能拓展、农业产业链延伸等发挥了积极效应。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带动了更多农户，比如，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农村特色加工业等，扩大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范围，推动了农村减贫，如刘晓光等[25]、陈垚等[26]、熊磊等[27]的研究。另一方面，在传统金融模式下，物理网点的运营高成本导致传统金融业务难以渗透到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一些农村地区由于没有金融机构网点、自动柜员机（ATM）等硬件设施，农户难以使用上金融服务，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地理边界模糊化，通信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市场覆盖的人口规模。在通信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更加容易形成金融规模效应，地区支付服务水平较高、信用体系建设较完善，农业新型业态涌现。比如，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对接电商等网络平台，实现农产品在线销售，这还是受益于网上支付、手机支付、供应链贷款等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推广。可见，数字普惠金融在通信水平较高地区可以依托乡村产业，将农户纳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从而实现农户稳定脱贫。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数字普惠金融在交通设施相对完备的农村地区减贫效果更好。
假设3：数字普惠金融在通信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村地区减贫效果更好。
3 实证研究设计
3.1 计量模型 
根据国务院《“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西部地区2）是我国脱贫攻坚工作重点区域，故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中西部的22个省份（以下简称“样本”）。根据以上理论分析，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可以降低贫困地区的绝对贫困水平，按照面板固定效应回归的基本范式，并借鉴孙玉环等[28]的研究模型设定思路，构建个体、年份双固定的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1）
式（1）中：povratit表示样本省份在第i年的贫困发生率；DFIndexit为样本省份在第i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t表示【什么】；[image: ]表示【什么】；Controlit是一系列控制变量，I和Year分别表示个体（省份）与年份固定效应。β表示【什么】，若β显著为负，则说明假设1得到了检验。【每个参数符号首次出现时须交代其代表的含义】
进一步基于基准回归模型设置相应的调节效应模型以验证假设2和假设3。主要借鉴郑秀峰等[29]的做法，将调节效应模型形式设定如下：

（2）
式（2）中：Xit表示调节变量，分别为交通设施水平（roadit、motorit）和通信水平（mobile phoneit）。λ表示【什么】，若β和λ均显著为负，则说明假设2和假设3得到了印证。
3.2 变量说明 
3.2.1被解释变量
贫困发生率（povrat）为被解释变量，用样本省份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发生率表示，值越大说明绝对贫困越严重。
3.2.2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DFIndex）为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主要业务包括支付业务（payment）、保险业务（insurance）、信贷业务（credit），其发展水平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表示，指数值越大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越好。相比于传统普惠金融指数，北京大学发布的包含三大类33个指标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创新性数字金融角度进行指标体系编制和指数测度，结合了蚂蚁集团海量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更能反映出当前国内数字技术和金融服务相融合的趋势与特征。其三大维度分别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coverage），用于衡量数字普惠金融的人群覆盖率；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usage），用于衡量数字普惠金融的业务丰富程度、实际使用服务总量以及使用活跃度；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digitization），用于衡量数字普惠金融的便利性、信用化和使用成本等情况。其应用有如郭峰等[30]、李晓园等[31]的研究。 
3.2.3 控制变量 
考虑到除数字经济外，还存在诸多其他影响农村贫困发生率的因素，因此有必要在回归分析中对这些变量加以控制，以尽可能减少遗漏变量所造成的估计偏误。主要参考黄倩等[14]、刘魏等[32]的研究，从农村人口规模、资源利用、金融发展、受教育程度和基础设施等几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1）农村人口占比（rupoppro），用样本省份农村人口数量除以总人口数量比重表示；（2）农村人均用电量（ruralpower），用样本省份农村地区用电量除以农村人口数量表示；（3）传统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用样本省份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除以农村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表示；（4）教育水平（edu），用样本省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5）交通设施水平（road），用样本省份村庄内道路长度除以农村人口数量表示；（6）通信水平（mobile phone），用样本省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来表示。 
3.3 数据来源 
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贫困发生率数据的时间区间集中在2011－2020年，故将样本数据的时间区间确定为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编制数据；样本省份的贫困发生率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20》；其他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CSMAR数据库。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类别
	变量
	观察值/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povrat
	220
	10.70
	0.65
	0
	49.20

	解释变量
	DFIndex
	220
	203.65
	6.26
	16.22
	358.64

	
	coverage
	220
	183.05
	6.33
	1.96
	336.54

	
	usage
	220
	193.91
	6.05
	6.76
	369.58

	
	digitization
	220
	289.73
	7.65
	27.86
	453.66

	
	payment
	220
	170.01
	5.75
	0
	318.56

	
	insurance
	220
	663.02
	22.51
	6.48
	490.82

	
	credit
	220
	125.05
	4.03
	1.16
	245.22

	控制变量
	rupoppro
	220
	47.65
	2.36
	30.54
	77.19

	
	ruralpower
	220
	0.05
	0.01
	0.01
	0.18

	
	finance
	220
	8.32
	1.12
	3.18
	11.77

	
	edu
	220
	8.39
	0.08
	3.17
	11.02

	
	road
	220
	46.25
	1.42
	3.67
	108.56

	
	mobile phone
	220
	231.06
	25.18
	121.35
	312.20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分析 
基于式（1）基准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样本省份减贫效应的影响，其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发生率有显著为负的影响，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对于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困减缓具有明显效果。 
表2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样本省份农村地区绝对贫困的影响
	变量
	povrat

	
	无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DFIndex
	−0.082***
（−19.126）
	−0.059***
（−10.092）

	rupoppro
	
	−0.001**
（−3.421）

	ruralpower
	
	−6.426***
（−4.369）

	finance
	
	0.001
（0.922）

	edu
	
	0.211
（0.609）

	road
	
	−0.084***
（−4.410）

	mobile phone
	
	−0.047***
（−3.253）

	Constant
	27.344***
（28.614）
	40.697***
（12.553）

	时间
	控制
	控制

	个体
	控制
	控制

	N/个
	220
	220

	R2
	0.625
	0.666


注：1）括号内为t统计值；2）*、**、***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4.2 内生性检验 
本研究的理论基准是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减缓农村贫困，这就使得越是贫困地区的政府越有动力通过超常规举措促进本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从而达到农村减贫的目的，因此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问题。由于数字普惠金融重点依靠网络进行推广，而农村居民的交通通信支出水平虽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但并不会对贫困农户的收入产生直接作用，因此选择农村居民消费中的交通通信支出水平（Exp），即样本省份农村居民交通通信支出在其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作为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缓解上述内生性问题。借鉴宋德勇等[33]的做法构造2SLS回归模型。其中，第一阶段回归模型为：

                  （3）
根据式（3）对工具变量Expit和内生变量DFIndexit进行回归，得到DFIndexit的拟合值并代入式（1）再进行第二阶段回归。
对应的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农村居民交通通信支出水平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居民交通通信支出有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第二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以农村居民交通通信支出水平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数字普惠金融仍显著降低了贫困发生率，这与以上回归结果一致。






表3  工具变量的2SLS 回归结果
	变量
	DFIndex
	povrat

	Exp
	7.456***
（6.845）
	

	DFIndex
	
	−0.122***
（−7.758）

	其他项
	控制
	控制

	KP rk LM-statistic
	5.925

	LM P-value
	0.016

	KP rk wald F-statistic
	69.431

	N/个
	220
	220

	R2
	0.546
	0.892



4.3 稳健性检验
    采用以下两种方式，分别通过式（1）的基准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如表4所示，改变被解释变量度量方式，使用样本省份贫困地区3）的贫困发生率来度量，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改变回归样本，考虑到2011年以来东部省份仍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农村贫困人口，所以使用我国30个省份4）的农村贫困发生率数据作为回归样本，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上述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困发生率的关系是稳健的。
表4  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样本省份贫困地区贫困发生率
	我国30个省份农村贫困发生率 

	DFIndex
	−0.037***
（−4.695）
	−0.164***
（−8.112）

	其他项
	控制
	控制

	N/个
	220
	300

	R2
	0.342
	0.784


5 进一步分析 
5.1 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分维度分析
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3个维度检验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构建如下面板回归模型：

                  （4）
式（4）中：SIndexit分别表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image: ]表示【什么】。
如表5所示，不同维度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3大维度均有助于降低贫困发生率，这是因为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增大，贫困人群被重新纳入金融体系，进而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分工位置，实现就业增收；从扩大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低成本和低门槛的特性，天然不受地域限制，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能够直接增加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机会；从拓展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借助数字技术在支付、信贷、保险等诸多方面深化了金融服务，有助于满足农户对于金融服务的多样化需求，比如获得多元的投资理财收益等，进一步帮助农户拓宽增收渠道，实现包容性增长；从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来看，提高数字化水平能够降低金融服务交易成本、增加农户使用的便利性、优化信用信息服务等，进而提高农户使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内生动力，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34]。
从一定意义上说，覆盖广度是基础前提，是“普”的体现；使用深度代表实际使用情况、数字化程度是潜在条件，是“惠”的体现。综合对比3个维度，拓展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的减贫效果最强，扩大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次之，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扶贫效果相对较弱。一方面，我国基础金融服务水平已达到国际中上游水平，数字普惠金融的便利性、低成本和信用化已具备了一定基础，加上城市农村“同网同速”和机会平等的实现，致使在现有条件下以提升数字化程度来促进农村减贫的边际效应有限，其减贫效果相对较弱；另一方面，我国数字普惠金融虽然已经走过粗放式的“圈地时代”，但覆盖广度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中西部偏远地区仍有一定数量的农户尚未接触使用先进的数字金融服务；此外，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体现机会上的平等，能否获得相关技术与服务的支持是关键，而使用深度则体现着结果上的均衡，取决于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在当地发展的各种软硬环境等综合因素，因此拓展使用深度是未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应当着力补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短板，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增加覆盖人群的范围。 
表5  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发展对样本省份农村地区绝对贫困的影响
	变量
	povrat

	coverage
	−0.078***
（−19.151）
	
	

	usage
	
	−0.079***
（−17.422）
	

	digitization
	
	
	−0.054***
（−13.457）

	其他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N/个
	220
	220
	220

	R2
	0.674
	0.632
	0.521



5.2 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分业务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涉及业务众多，包括支付、保险、货币基金、投资、信贷和信用等业务，不同业务的减贫效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由于2011－2013年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未发布货币基金、投资、信用的数据，故主要检验支付、保险、信贷这3项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减贫效应，为此构建如下面板回归模型：

                  （5）
式（5）中：businessit分别表示支付、保险、信贷等数字普惠金融业务；[image: ]表示【什么】。
如表6所示，不难发现，支付、保险、信贷这3项业务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支付业务从服务农民生活向服务农业生产不断延伸，通过打造农业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打通农产品上行【表意不明】“最初一公里”；保险业通过引入保险机制帮助乡村产业抵御风险，在帮助农户抵御自然、市场风险的同时，全流程帮扶相关产业发展，精准撬动了乡村产业发展；经营贷和消费贷增加了贫困人口的信贷可得性，可以为农户满足日常生活和开展生产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所得这一结论与易行健等[35]、Li等[36]的研究结果相呼应。 
表6  数字普惠金融各项业务发展对样本省份农村地区绝对贫困的影响
	变量
	povrat

	payment
	−0.082***
（−16.822）
	
	

	insurance
	
	−0.330***
（−15.441）
	

	credit
	
	
	−0.125***
（−18.342）

	其他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N/个
	220
	220
	220

	R2
	0.619
	0.581
	0.656



5.3 农村地区交通设施水平的调节效应 
乡村产业发展对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要求较高，因此在交通设施相对完备的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效果可能较好。鉴于此，基于式（2）检验交通设施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调节效应。如表7所示，其中列（1）和列（2）分别是基于道路长度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交互项和基于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摩托车拥有量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交互项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均显著为负，表明在交通设施相对完备的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减贫效果的影响更为明显，但在交通设施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减贫效果的影响不太明显，而且改善交通工具对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果的影响不明显。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交通设施变量在数字普惠金融减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验证了假设2。由此，政府应当持续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强化农村公路与干线公路及其他运输方式的衔接，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节点基础设施网络，为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提供交通支持。

5.4 农村地区通信水平的调节效应
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影响网络质量，通信水平较高则可以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在通信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效果可能较好。鉴于此，以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项对样本进行回归，如表7中列（3）所示。结果发现，农村通信水平系数显著为负，其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项也显著为负。说明在通信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减贫效果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在通信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减贫效果的影响则不太明显。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通信水平变量在数字普惠金融减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验证了假设3。由此，政府应当持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和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覆盖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良好的数字技术应用环境，为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提供通信支持。
表7  样本省份农村地区交通设施水平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povrat

	
	（1）
	（2）
	（3）

	DFIndex
	−0.081***
（−18.685）
	−0.078***
（−18.648）
	−0.064***
（−10.966）

	road
	−0.003*
（−1.748）
	
	

	DFIndex×road
	−0.001***
（−3.065）
	
	

	motor
	
	0.001
（0.764）
	

	DFIndex×motor
	
	−0.001
（−1.485）
	

	mobile phone
	
	
	−0.033**
（−2.327）

	DFIndex×mobile phone
	
	
	−0.001**
（−1.998）

	其他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N/个
	220
	220
	220

	R2
	0.679
	0.666
	0.681



6 数字技术驱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实践
我们可从近年来数字技术驱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践中验证以上理论分析结论，如图1所示。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发展，数字技术驱动普惠金融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数字技术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来驱动普惠金融创新，进而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一是驱动各类金融机构协同化。发展普惠金融并没有标准范式，而且各地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技术在驱动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能够较好地驱动各类金融机构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比如，浙江发布“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台州倡议”，提出深化大数据、区块链、信息安全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研发应用，银行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在乡村地区加快布放智能柜台、移动柜台，大型金融机构发挥资金、科技优势，中小金融机构发挥“地缘、亲缘、人缘”的天然优势，协同推广金融类手机应用、小程序等的普及和移动展业设备的应用，服务农村客户。
二是驱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金融机构以数字技术赋能农业供应链金融，主动融入农产品种植、加工、交易全产业链环节，通过创新“数字+金融+供应链”服务模式，借助龙头企业信用为其上下游农业经营主体授信，共建供应链金融场景，靶向施策解决不同类型的客户金融需求。比如，中国建设银行以供应链业务作为对公业务数字化转型的突破口，通过与龙头企业合作，基于真实稳定的交易背景，将在线融资服务沿着产业链穿透到C端农户，创新并推广“e点通”“e信通”“e销通”等，实现普惠金融“活水”对农业供应链参与者的“精准滴灌”。
三是驱动金融科技深度融合化。数字技术重塑了普惠金融服务模式，金融机构通过建立“一点多能、一网多用”的惠农综合服务平台，实现支付移动化、平台生态化、风控数据化，提升农村居民金融服务普惠水平。比如，网商银行结合运用云计算、卫星遥感、物联网（IoT）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借助卫星图像识别农户耕种面积和类型，并通过风控模型预估产量和价值，从而向农户提供贷款额度与合理的还款周期；部分网商银行如浙江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实现“310”全程线上模式，即3分钟申贷、1秒钟放款、全程0人工介入，打通普惠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四是驱动金融平台高度开放化。数字技术推动传统普惠金融变得更加开放、共享、互联，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合作有助于农村地区各类数据的归集和利用，促进对农业经营主体的精准数字画像、数字信用评级和数字授信，最终全面扩大数字普惠金融覆盖面。比如，重庆的金融机构将其系统和服务功能开放给第三方平台，并通过与区县政府合作，提升农户信息共享程度，逐步推动农业补贴、大型农机具信息、种植养殖等信息整合，组成端到端的服务闭环，建成普惠金融基地346个，覆盖农村人口近100万人【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的原始来源信息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务必著录引用页码】，帮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获得高效、优质、低成本的金融服务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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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数字技术驱动下普惠金融对减贫的作用与机制

7 结论与建议
当前，金融科技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而分工演进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本研究从分工视角引出斯密定理中的交通设施、通信水平两大关键变量，具体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降低贫困地区的贫困发生率，有效减缓农村贫困。（2）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拓展使用深度的减贫效果优于扩大覆盖广度，而提升数字化程度的减贫效果相对较弱；分业务看，支付业务、保险业务和信贷业务的减贫效果均较好。（3）数字普惠金融在交通设施相对完备、通信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村地区的减贫效果更好。
据此，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统筹谋划和因地制宜相结合，按照推进创新和防范风险思路，提出数字技术驱动下普惠金融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不断提升农村数字金融支付服务水平，加大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方式的普及应用，推动支付结算服务从服务农民生活向服务乡村产业发展、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有效延伸，鼓励金融帮扶服务站、助农取款服务点、农村电商服务站融合共建，以支付工具为牵引，形成“一网多用、一站多能”的综合服务平台。二是有效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开发商业性防止返贫保险、创新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扩大价格保险和天气指数保险等保险试点，提高保险覆盖面；推广“保险+期货”模式，发挥好普惠金融价格发现作用和避险功能，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三是持续做好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加大力度开展“再贷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推动动产质押、厂房和大型农机具抵押、农业保单融资等信贷业务，创新农业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融资需求。在推进支付、保险、信贷业务创新的同时，通过强化涉农风险市场化分担和补偿、全覆盖监管金融活动、提升农户金融素养和金融决策水平等举措，进一步加强普惠金融风险防控。此外，要逐步完善数字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相关制度机制，重点健全普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体系；同时，要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大数据推进农村征信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使普惠金融接地气、益大众，真正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注入金融“活水”。


注释：
1）为提高中国数字金融学术研究水平，增强中国参与全球数字金融治理的话语权，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蚂蚁金服集团研究院于2019年共同发起 “数字金融研究开放计划”。
2）根据“七五”计划，全国（未含港澳台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域。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个省；西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2个省（区、市）。
3）贫困地区是指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共832个。
4） 港澳台地区的统计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缺失，上海自2010年起就没有农村贫困人口，故未纳入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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